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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近代东洋思想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佛教观比较

李向平

就其文化本质言之，近代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实为一类接受型、受容
型的近代化。
因此，时代及历史的限制，使近代东洋思想史中不得不以西洋文明信念
作为坐标，构成近代日中知识界中“进步”与“保守”的价值判断。不与之
吻合者，被斥为“保守”；反之，则被视为“进步”。那些承载着东方文化
传统并代表着东方文化精神的价值观念，则相应地被抑压、排斥在近代思想
主流之外。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与西欧文明信念之间，于是产生了近代日中知
识分子的苦恼与困惑，亦有着他们在近代东洋思想史中种种的努力与抗争。
这些苦恼与困惑、努力与抗争，确乎是象征着东方文化在东方社会近代
化过程中的独特性、主体性，是在社会、政治外衣之下却又能超越历史时空
而指向未来的价值重建。在此过程中，佛教思想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传统，
其地位与作用实是不可忽视。

一、时代的选择

基于西洋近代化文明的标准，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一经开始，其固
有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体系便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
日本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为了建立其集权政治体制，将天皇权力绝对化、
合理化，强力推行神道国教化政策，实行神佛分离，废佛毁释。在神道国教
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曾以“神佛合习”之形成而成为日本历史主要文化传
统之一的佛教文化，因此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佛寺被拆、佛像被毁。原来作
为幕府统治护国思想的佛教传统，从此，被列为国家近代化所必须排斥的对
象。
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被强制性地列入近代化历程。清朝政府中
的改革派，从 19 世纪 60 年代始，推行洋务运动，由于它不具备从文化传统
中开出近代化的历史自觉性，仅只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而自作调整。
所以，它难以正确处理中体西用的关系问题；在维护儒学传统之时而排斥佛
教传统。1898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
以全国寺、观之财产兴全国之教育。此论一出，清朝政府奏准，自 1901 年起，
全国各地寺产大多因学堂开设而遭侵夺。
经废佛毁释冲击之后的日本佛教，为获取在近代社会中的立足之地，从
此走上了变革与觉醒的途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团佛教以“镇护国家”、“立
正安国”等等护国意识作为基础，渐渐适应了神道国教、以天皇为绝对精神
的政教国策，获得了明治政府的认可。同时，佛教界亦从文明开化的角度，
对僧风、戒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正和改革，使之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
与此相应，佛教界涌现出一批改革家与启蒙思想家。福田行坦提倡佛教
戒律的整肃及信仰的纯正化；释雪照主张戒律之坚固乃日本佛教复兴的基本
条件；而自英国留学归日的岛地默雷则主张政教分离、信仰自由。



明治初年，经过一代佛教家的努力，日本佛教在废佛毁释之后获得了基
本的觉醒和重振。虽然，“佛教国益论”是明治初年日本佛教争取近代历史
中一席之地的精神基础。但是，具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日本佛教，毕竟因此
而获取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地位，从而与近代化结下了不解之
缘。
明治二十年左右，随着日本社会近代化过程的演进，西洋文明观念大量
涌入日本世界。欧化主义成为一时的思想主潮，成为当时进行价值判断的价
值标准。更使日本传统深受震荡的，则是西方基督教的不断渗入，几乎要动
摇日本社会固有的安身立命的基础。
然而，以帝国宪法的发布、帝国议会的开设以及教育勅语的公布作为政
治历史背景，日本社会中有与欧化主义相反动的国粹主义运动勃兴。其目的
是，针对欧美的亚洲殖民主义，卫护亚洲秩序并寻求东洋及其日本精神的独
立。佛教近代化的基盘正好与此引为同调。
针对西方基督教的大量渗透，佛教便以国粹主义的勃兴作为背景，以岛
地默雷为中心人物而展开了“破邪显正”的思想运动。该运动认为天皇制与
基督教势不两立。岛地默雷主编的《会知会杂志》，便是佛教界抨击基督教
著名的舆论阵地。虽然佛教界对于基督教教义亦存误解，但其议论所指却是
对于欧化主义的反动，是日本精神的独立与自主。在这方面，井上丹了可说
是一著名代表。
作为佛教家、哲学家的井上丹了，致力于日本佛教的近代化，主张佛教
宗门的改革以及佛教哲学的研究，以抵制基督教的价值理念。他所撰名著《真
理金针》，虽为批判基督教的思想而作，但在其真实内容上却是以批判基督
教思想为前提，促使日本佛教的自觉觉醒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启蒙。
在集中批判基督教的上帝说，创造说的同时，井上丹了同时也在向日本
知识界宣讲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指出佛教乃是知力的宗教、情感的宗教，
并从“纯正哲学”的角度认为，日本佛教界应当自觉到佛教哲学的普遍真理
性，可以安身立命的目的性以及提供国家社会自立根基的可能性。为此，井
上丹了将国家的自立、个人的身心安定以及日本精神的独立结合起来，意在
以佛教哲学为基盘，构建一个东洋式的“理想共同体”。在他看来，国家主
义、国粹主义与文化理想是彼此一致的。
井上丹了借用西洋哲学诸方法，重新阐述、解释了东洋佛教许多惯用的
术语及范畴。这不仅仅是开拓了日本近代佛教学的先河，同时亦以佛教思想
为基点，作出了融通东西哲学、宗教的最初努力。作为欧化主义的反动，日
本佛教在井上丹了这里，首次体现出了它应有的真理性、哲学性以及对于日
本国民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作用。这给予他同时及后来的日本知识分子以较
大的影响。从此，日本佛教以国粹主义为契机，直接受到了知识界的青睐，
进入了日本近代文化思想的重建过程。
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相异于日本的近代化历史。虽因西学及基督教的
大量涌入，近代中国佛教界亦曾担当了反对“洋教”的主要使命。但是，中
国人面临的不是欧化主义，而是救亡图存。中国人无法在西方压力之下自建
一个走向近代的国家形态，腐败清朝因此成了救亡图存的革命对象。因此，
中国佛教不可能提出“爱国护理”一类的主张。
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必须，选择了佛教。一批社会改革者、政治
家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认为佛教哲学的否定观，对现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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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精神以及对于人间苦难的体察分析，可以作为他们构设新社会理想、宣
扬变法主张、鼓舞维新志气的思想方法及精神依托。
康有为倾倒一代中国人的《大同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即依佛教“四
圣论说”而展开其救世变法思想。康有为根据佛教的苦谛思想，深深感到近
代中国的不幸和灾难，为救中国强中华，必定要救国人出苦海，建设一个类
似于佛国净土那样的“大同世界”。其所谓“大同理想”，虽有传统儒家的
理想于其中，但普遍无差别的佛教苦难观念，无疑也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个理想中，国界、级界、家界、种界、类界、乱界、产界、苦界等等均
已消除，人生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等等也不再有。
谭嗣同作为康有为思想的追随者，其所著《仁学》即为“应用佛学”。
他融合儒佛，沟通中西之学，演绎康有为的变法理想。大乘佛教中“普渡众
生”的主张，使谭嗣同颇觉世上诸学，惟有佛学以救世救人为己任；佛教中
的“无我”的思想，为谭嗣同提供了破除君臣父子夫妇一主一奴的精神基点；
佛教的不生不灭观念，则是谭嗣同“惟灵不死”、“以心挽劫”的力量源泉；
而佛家唯识宗的思想，则是他形成自己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所总结的那样，“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
足以当之”。“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
很容易被康、梁、谭一代政治改革家们引为同调。至于佛教的出世传统，则
也很容易被这些政治改革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超出现实政治的束缚，去实
现自己的社会、政治蓝图。被长期视为思想异端的大乘佛教，因此与中国近
代社会结下不解之缘。

二、重建文化信仰的精神依据

作为接受型的中日近代化，虽然在文明开化方面必须引进、学习西方的
政经、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思想，但在文化心理层面上，无论日本还是中国，
都难以全盘西洋化，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所以，必须具备一个文化信仰的重
建历程，以适应近代化进程中国民大众及其知识界的心灵追求或精神需要。
这都是日中佛教及佛教思想近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日本知识界在接受西方异质文化体系时，在心灵精神上自然而然地会产
生一种困惑：什么是“真的近代化”？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观念，如何
在日本得到真正的理解？日本精神独立的近代根基何在？
然而，日本知识界在思索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法与道路时，他们又
必须承受来自天皇神道绝对主义的精神统辖。因此，对于西方民权自由理念
的接受以及近代自我意识的重建，自觉不自觉地就走向一条内在化的发展道
路。所谓“明治青年”，就代表性地象征着一代知识人心灵状态上的混乱与
不安。如北村透谷曾著有《内部生命论》（1893 年）、《我牢狱》及《各人
心宫内的秘密》（1892 年）等论著，指出近代人间社会的根基在于个性的独
立和尊严。然而，这只能从“内部生命”方面去追求寻觅，惟有这“内部生
命”方是真正自由的根源。
近代的日本佛教，从教团佛教来说，经过了由维新佛教向启蒙佛教的发
展阶段，以佛教国益、护法爱国作为基本立场，自觉地承担着天皇制国家教
化国民的使命。但是，依附于天皇制国家的教团佛教则难以承担文化信仰重
建的重任。因此，明治后期年间，与教团佛教分道扬镳的知识界人士，为拓



展近代日本独立自主的文化信仰，追寻自己的人生真谛，先后倾心于佛教。
所谓的“新佛教运动”、“精神主义”。
“新佛教运动”乃以“佛教清徒同志会”为主体，主要人物有境野黄洋、
高岛米峰、渡边海旭、加藤云智等人。他们承继了其思想先驱者古川勇的思
想风格，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进行佛教改革。明治三十三年（1900 年），他
们创发机关刊物《新佛教》。创刊号上，发表了以境野黄洋为中心的《我们
的宣言》。宣言主张：以佛教革新为目的，主张积极的社会改良，否认既成
的宗教制度以及宗教仪式，改善僧风，革新寺院组织；主张宗教独立、思想
自由，排斥政治干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主张佛教应以人生本义的觉悟为
目的，彰显人类的义务与正义以及人道的真实价值，健全社会之信仰、智识
及道义。这一宣言不仅对日本佛教近代化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而且对于结束
明治末期文化信仰方面的混乱、脱离状态，也提供了一个知性探求之路，从
而促使日本近代文化信仰的建设，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了牢固的根
基。
“精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清泽满之。清泽满之早年专攻德意志哲学及
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在他的精神追求中印下不浅的痕迹，井上丹了的哲学
思想曾给他以深刻的促动。他著有《西洋哲学史讲义》和《宗教哲学骸骨》。
所谓“精神主义”，是他从哲学走向宗教、树立近代文化信仰的思想结晶。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哲学终结之处，即是宗教事业的开始”，而最终的
目的，就是对于人生无限意义的感悟。
清泽满之依据着黑格尔哲学中正、反、合的逻辑思想，展开了因、缘、
果的佛教辩证法，以为真如与无明的因缘和合，产生万物万象，却又一体贯
通，在有限精神中开发无限的境界。有限可转化为无限，无限又依存于有限
之中。这是有限的不断体验与不断修讲的结果。他所提倡的“精神”，既是
佛教的“安心”的问题以及自力修德的伦理，亦是以哲学为基础的信仰建设。
虽然清泽满之的“精神”概念出自西洋哲学，但是，他将其“精神主义”
的宗旨，界定为“吾人于世间依据绝对无限者而必须开出的完全立脚地”，
则是以佛教思想为基地，在东洋文化信仰及其主体性的建设方面独树一帜。
明治三十六年（1903 年），清泽满之早逝。以他为中心而创设的“浩浩洞”
及机关杂志《精神界》，却因其作为日本近代社会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
自我自主自救的精神象征，影响近代日本几代知识分子。同时代的晓鸟敏、
多母鼎、佐佐多月樵，以及后来独创日本近代哲学体系的西田几多郎，都受
到他的深刻影响。
昭和初年，教团佛教几乎国家主义化，并在许多方面向着极端的国家主
义化倾斜。部分佛教学者或思想家深感有再建“精神主义”的必要，以佛教
知性为基础，追求自我、人生的自立及对于社会现实的超脱。在近代日本佛
教史上，这一思潮被称为“异安心”。相对于正统佛教来说，是一异端的思
想和信仰。
“异安心”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真宗西本愿寺所设之龙谷大学教授
野之村直太郎，东本愿寺设立之大谷大学教授金子大荣和曾我量深。后二者
曾是清泽满之的弟子门人。在总的思想倾向上，他们均承继了清泽满之的“精
神主义”，超出教团佛教，追求现实社会中自我意识的安定、自证、自立，
亦同时在护卫佛教知性的自律性，以自我意识的确证与自主，来证信对于佛
陀的信仰真实。这在日本国家渐渐军国主义化，教团佛教渐渐国家主义体制



化，知识界人士颇感思想苦闷和抑压的时代背景下，特别具有知性独立、思
想自卫、信仰自救的文化意义。西学以及基督教的大量渗透，同样也造成了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心理上的精神断乳。旧义已发，胜义难获，国人学
者均在不新不旧、不中不西，过去遗骸及将来胚胎之中，徒徬徨而苦闷。因
此，文化信仰的重建等时代课题，虽不如救亡图存急切，但同样也是中国近
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总结其失败原因时指出，民智不开，民德不
立实乃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之强弱，又在于国民之思想与信仰。
他还明确指出，中国将以有信仰而获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梁启超对于佛教思想作了新的认识和论述。他在 1902 年写有《宗教家与哲学
家之长短得失》、《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两篇著名论文，论说哲学与佛教
思想的一致，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
无是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
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承继了康有为、谭嗣同以佛学应时救世的思想特征，
却也超越了单纯的救世型佛教思想。其主旨在于把佛教思想中的有益成分阐
发出来，拟作为新民智、新民德、新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指出，“昔有欲求真自由者，其必自除
心中奴隶始”。所谓“心中奴隶”，依佛教“三界惟心”之思想，即是“我
执法执”，应以佛教之“无我”观，破除世俗的“有我”的执著。他依托的
是生命个体对于外界及自我的真实认识，是知性的觉悟，是相对于外界万事
万物的自我意识的真正构成。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些论述，代表着近代中国
文化信仰重新树立的开端。
梁启超还援引康德哲学，进一步论述他有关近代国人应该具备的价值观
念。梁启超吸引了康德哲学中现象与本体的方法，以佛教之“无明”为现象，
以“真如”为本体。而“真如”如同康德哲学中的“真我”为自由性本体者
也，“无明”则是不自由不自主之现象。惟有克服、超出无明之现象，人生
方能永量永恒，转识成智，获取知识理念或理想价值，最终觉悟而自主自救。
梁启超所理解的佛教，更富有哲学的特征，他认为中国佛学，实际上是
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表，其无我论及自由意识，实建设于极隐实，极缜密的
认识论之上，是理智的宗教，哲学的宗教。正是这哲学智慧，乃是佛家的“般
若”与“正解”，是人生超度自己的精神依据。
梁启超以佛教思想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依托，亦影响了同时代的思想
家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文化信仰的重建方面，章太炎与梁启超乃为两大思想
重镇。
章太炎在变法失败之后曾多次指出，戊戌维新的失败，应归咎于“戊戌
党人之不道德”。这一论断，促使他在20 世纪初衰颓的时代中产生了沉重的
道德忧虑。正是对于国民道德的深切关注，章太炎的思想历程开始了转“俗”
成“真”的流变。1906 年 7 月，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提
倡以佛教为基础，来重建道德理想的主张。章太炎倡言的国粹佛教，并非是
欧化主义的反动，而是借助佛教中的平等思想来逐满复汉。所以，章太炎之
提倡佛教，一是为近代中国社会道德起见，同时也是为反清革命的道德着眼。
其真实的关怀不在于佛教，而在于道德主体的重建。佛教思想在这里既是手
段亦是根基。同时也是理想的自觉、精神的自立。
在章太炎来说，他对于佛教思想的援引，主要是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



禅宗以及制恶见，清污俗的法相之理和华严之行。他以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精
神，可用“依自不依他”一句话来加以概括；他亦声称，其所奉持的佛教思
想、以为可以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依他”。
章太炎着重阐发了佛家唯识学“一切唯识”的理论，复以遍计所执自性，
依他起自性及圆成实自性之“三性”判教，以纠正世间其他宗教的谬论，始
终以唯识自证，依自不依他的精神关怀作为他哲学探索的中心。章太炎认为，
由此圆成实自性而证悟的“真如”或？“涅槃”的精神境界，亦类似于柏拉
图所说伊跌耶（idea）理想界，可谓他孜孜以求的“真实”和“自我”。正
因如此，唯识宗的佛教思想，使章太炎在一个“折散的时代”中，识别了一
个他以为可以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新价值原点。他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据
此而展开，成为他接受西方哲人如柏拉图、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哲学的基
盘之一。
梁启超与章太炎以佛教精神为依据，构设近代中国文化信仰的思想探
索，在社会历史背景上，与境野黄洋等人的“新佛教运动”及清泽满之的“精
神运动”是彼此相异的。梁启超、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总结其失败
教训时所作出的理性自觉。章太炎所提出的国粹佛教，亦以革命反清为其目
的，不同于日本明治中后期作为欧化主义反动的国粹主义。这导致了日中近
代文化信仰重建过程的某些差异。章太炎的精神关怀在于社会的伦理和革命
的道德，梁启超提倡的“无我”与“自由”，则是他“新民说”的一部分，
其超越于社会现实的信仰色彩，相对于清泽满之的“精神运动”来说则淡薄
一些，经世救国的目的更为突出一些。
至于日中知识学人均以佛教思想为依据，融通东西哲学（清泽满之的黑
格尔哲学；梁启超、章太炎的康德哲学），再建近代文化信仰，则是象征近
代东洋知识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的异曲同工之处，更由于近代日本面临
着绝对国家主义而使知识理性陷于苦闷，近代中国由于忙碌于民族独立，文
化信仰的再建设都不约而同地内在化、个体化，既追求超越，同时又以内在
超越作为精神境界。这固然是因为东方之文化传统所制约，同时亦是时代使
然。

三、近代思想之基盘

东洋近代思想的构成及其发展，大都有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一方面。值
得注意的是，大乘佛教，作为东洋诸国共同持有的文化传统，在接受西洋文
化思想时，不但起到了消化、批判西学的作用，而且其思想方法，哲学范畴
亦已直接成为了东洋近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东洋
近代思想的性格特征。
自日本近代思想言之，西田几多郎的某些哲学思想，在清泽满子那里已
有所发韧。将佛教与西洋近代哲学融通结合、重建东洋学术体系的设想，西
田受到清泽的影响；在接受西方哲学方面，清泽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日本
佛教哲学再构成的思想媒介，西田也与清泽存有共通之处。1911 年，西田几
多郎的《善的研究》问世，标志着日本思想史上始有自己独创的哲学。撰写
《善的研究》之前，西田一方面在研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并写
有《韩图（即康德）伦理学》、《斯宾洛莎的上帝观》等论著；另一方面，
则因经济窘迫、夫妻感情危机与职业农夫等缘故，常到京都妙心寺参禅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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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至 1903 年的日记中，记载了西田几多郎凭藉着参禅习静的宗教修炼，
在自己内心里所进行的精神格斗。1903 年，他在京都大德寺参透“无”字大
公案。十余年的参禅体验，与他持续不断的西方哲学研究相结合，诞生了近
代日本的第一个哲学体系。
西田几多郎参禅习静的同时，西方哲人斯宾洛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
思想，东方哲人孔子、王阳明等人的著作，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中。而把两方
面结合起来的目的，也就是对于人生立命之地以直觉地把握。他自我总结时
说道：“参禅以明大道，学问以开真智；以道为体，以学问为肢”。这也就
是说，无论东西哲学，其宗旨都应指向人生的根柢，解决生命存在最基本的
问题，并向世间宣明其可以把握真实自我的超越方法。实际上，这些问题也
正好是日本明治末期以及大正年间日本思想界亟须认识并解决的时代性课
题。西田几多郎个人的参禅体验，因此获得了时代性的意义。
西田几多郎认为，作为真实的存在，既非主观亦非客观，它仅只是主客
未分的直觉的事实而已。所以，真的实在不是别的，就是“纯粹经验”。“真
的自己”，不是与客观对立的主观，而是统一了知情意的“现在”的统一者、
无限的统一者。人间的精神意识根底，就是由这纯粹经验的活动而构成，个
别的经验内容也只能经由它的限定才能成立。
为了对这真的自己与真的实在所存在的根底进一步叩问，探索纯粹经验
的展开过程，把真的实在作为自觉的体系进行把握，西田几多郎接着撰写了
《自觉之中的直观与反省》。在此论著中，西田提出了“无的自觉的限定”
作为命题，论证了对于存在根源的自觉的立场。紧接着，西田又撰写了一系
列有关哲学、道德、艺术的论著，展开了“绝对无的场所”的理论，论述了
作为人间的自觉的根柢，即是对于“绝对无的自觉”，最后达到“绝对矛盾
的自己同一”的精神境界。
西田哲学从《善的研究》开始，在本质上具有宗教哲学的性质。他最后
的一篇论著是《场所的论理与宗教的世界观》，文中指出：“宗教的要求即
为对自己的要求。”这也就是说，西田哲学中“纯粹经验”、“绝对无的自
觉”及“绝对无的场所”等等思想立场，在西田来说均有其宗教及宗教体验
的原点，是对于大乘禅学独自的体验，是对于赵州“无”字公案渗透之后的
哲学抒发。当然，其间亦融合了西方威廉·詹姆斯、柏格森、新康德主义及
黑格尔的思想学说。正是这“绝对无”的大乘佛教世界观，在西田几多郎这
里，融通了东西哲学，形成了近代日本既受容西学又立足于自身传统，最具
东洋精神特征的哲学体系。
与西田几多郎一样，以大乘佛教特别是禅思想作为基础，沟通东西哲学
思想的著名人物，还有铃木大拙和久松真一两位。
铃木大拙的思想贡献，不仅仅在于作为“世界禅者”向西方世界介绍了
东方禅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在相互对立、矛盾的东西方思想之上，架
设了一道可供理解沟通的思想桥梁。铃木大拙以其卓越的禅学研究，从东洋
思想的特殊性、独特性的立场出发，脱却了西洋思想的理论方法，建构了一
种开放式的、普遍的世界性思想立场，在超越东西方思想差异的同时，显扬
了东方心性的独特性格。这也就是铃木大拙“即非的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思
想意义。
依据大乘佛学般若即非的理论，人们可以通过类似于“自己即非自己，
是名自己”的感悟途径，从自己感性、知性的存在，在认识自己作为灵性觉



悟的存在，终而达到无我的自己（也就是“即非”）的最后觉悟。因此，超
越东西对立的思想沟坎、建立新型的普遍思想方法的时代价值，由此得到凸
现。
久松真一，曾为龙谷大学、京都大学和花园大学教授。他亦以禅体验为
基础，为禅哲学的主体性理论的论述倾注了毕身心血。昭和十四年，他的《东
洋的无》一书出版，为缓解战时日本思想界的饥渴，不啻是一份甘霖。久松
真一指出，“东洋的无”，即是绝对统一的世界，是塑造东洋文化特殊性格
的根本契机，同时也是东洋文化中独特的精神支柱。如果缺欠了这个“无”，
东洋的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等亦就丧失了它独特存在的根基。其哲学
探讨的方向，不仅是为东洋以及日本文化的发展寻找独自的精神根基，同时
也是以东洋精神，日本文化为起点，从禅哲学中发掘其普遍的、世界性的内
容。
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发展状况大致一样，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亦在接
受西方哲学的同时，以佛教思想为基盘，促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的重大进步。
谭嗣同的《仁学》，为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初成体系的哲学著作。其以大
乘佛教华严、禅宗尤其是唯识宗等思想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融合中西
哲学，亦以佛释儒，使孔子儒学的“仁”与佛家唯识学的“识”糅为一体，
建成了他的认识论。作为中国近代哲学主题的认识论问题在谭嗣同这里获得
了突出和关注。佛家唯识学所具有的概念明确、逻辑缜密，推理严谨等方面
的认识论特征，因中国哲学由古代而近代的发展要求，被谭嗣同及他之后的
中国思想家所青睐，直接成为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思想基础之一。
章太炎建有其庞大而驳杂的哲学体系。他深受佛家唯识学境随心起、唯
识三性等理论的影响，深刻张扬了佛教唯识宗“一切唯识”的教理，吸收并
批判了西方哲人如柏拉图、康德、叔本华、罗麦等人的思想，融通了中国传
统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与唯识思想。
虽然章太炎晚年的学术倾向因其回真向俗的转变，“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他借用佛家思想资料构造已有的哲学体系，有如日本的西田几多郎，在
近代思想史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梁漱溟是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却是走出佛门的儒家圣
人。梁漱溟早年潜心佛典，信奉唯识，一度想出家做和尚。他的佛教学养以
及他对于佛家唯识学使熊十力斥除量智，破其外逐之识，直指心源，建立“性
智”，充分肯定现实人生世界。特别要指出的是，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认识论，
即是以大乘空宗之思想为基础的。如即用显体、心物不二、恒转即为本体等
等。可以说，大乘佛学空有二宗，在熊十力这里获得了再次的会通。与此相
应的是，熊十力不但以佛通力，以易释佛，同时也以佛学思想（尤其是“惟
智”）为前提，于西哲思想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识论亦借鉴不少。
谭、章、梁、熊皆为近代中国学人借重于佛家思想、构设近代学术体系
的先行者。其思想涵会西方哲学，又颇有东方风采，更具已有的传统根基。
尽管他们皆在以佛家思想为基础来会通中西之学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亦
偏重于儒家哲学，可是也可看出他们在会通佛儒方面的思想努力。因此，佛
家思想成为近代思想的基盘。
佛教与近代中日思想的密切关系，可说是中日两国在由中世而近代的过
程中、隐藏在政治史外衣下的真实存在。正如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佐久间象山）的提倡，中国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主张



那样，中日近代思想史上佛教思想的作风和地位，恰好是其独特理解，是其
直觉主义新儒学的主要思想基础。
佛家唯识学在梁漱溟这里，是融释中西哲学而自成一家之言的理论方
法。梁漱溟最为感兴趣的，是唯识宗里有关“恒转”的思想。他认为，宇宙、
社会以及人生最真实的本相，就是迂流不息、相续而转，不生不灭而又生生
灭灭。以此作为基础，梁吸收了柏格森哲学中关于“流动”、“真我”及“直
觉”等概念，并把它们与唯识学糅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当时名重一时的《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主体思想，构成了他的文化本体论，提出了他有关
中、西、印三种文化类型区分的理论。虽然，作为梁漱溟文化哲学的最后形
式，是表现为他的直觉主义新儒学，但佛家思想在其中的深刻痕迹则是显而
易见的。
与梁漱溟近似，还有著名的新儒家代表熊十力。熊十力是在接受了梁漱
溟的劝言之后方才研习佛学的，并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
阳竟无居士学习唯识家。熊十力曾倾心于无著、世亲的唯识哲学。但在 1930
年左右，其《新唯识论》体系已成，熊十力便以中国《易经》哲学来改造唯
识思想，渐入近代新儒家的创设过程。
熊十力对于唯识宗的深入研习，使其哲学思想体系严谨，论述细密，概
念非常清晰。而大乘空宗的思想方法，又是近代化本质特性的一种体现。如
果说，东洋社会的近代化应该是东洋社会本身的近代化，那么，立足于固有
传统而建设近代文化的任何努力，都将具有近代主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它超越了源自西方文明“进步”、“保守”的价值评断标准，而在东西
之际，古今之际所谓“精神的断层”中凸现出东洋精神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近代中日两国知识界相近的思想历程表明，在难以平静的东洋近代史过
程中，如欲建成真实的生命关怀体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文化工程。佛教思
想给予日中近代思想的影响，使东洋近代思想在其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上，具
有了更资参考的思想食粮。
在东西文化的平等对话已将成为可能的今天，佛教作为东洋社会共同拥
有的一大文化基盘，或许在建设具有普遍性，世界性而又具有东方主体独立
性的新价值秩序及其学说，依然具有着值得发掘的丰富内容。



东亚海神考述

金  涛

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处在亚洲太平洋东部这一特定的海域内，属于东
亚文化圈范畴。他们的海洋文化和海神信仰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因子，但也有
所差异。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尽管各国学者各抒己见，各派纷争，还没有一
本有关东亚海神信仰的权威性著作问世，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取得了共识和
同感。笔者根据多年来在中国海有关海神信仰的考察调查，参阅了有关资料，
就本文对东亚文化圈内的海神信仰之发生、演变及研究概况，作一番粗线条
的勾勒，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中国早期海神及演变轨迹

我国海神及其名称，最早见于我国古籍《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
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海外北经》
又曰：“北方禺强（即禺京），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大荒
南经》云：“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曰不廷胡余”。
《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名
曰弇兹”。从以上引文中可以得出四点结论：一是我国最早的四海海神名称
为：东海海神禺虢（郭璞注：虢又作号）。南海海神不廷胡余，西海海神弇
兹，北海海神禺疆（即禺京，禺强）。二是海神间的亲属关系只有东海海神
禺虢与北海海神禺疆是父子关系。三是四海海神的神形特征，东海海神禺虢，
西海海神弇兹，北海海神禺疆都是人面鸟身，珥两蛇，践两蛇，只有一个例
外，即南海海神不廷胡余是人面，而非鸟身。但珥两蛇，践两蛇的特征也是
一样的。四是东海及北海海神的先祖是黄帝，这就说明我国原始海神信仰一
开始就和日本、古朝鲜一样，与王权相联系。
至于中国早期海神的神形特征为什么大都是鸟身，并珥两蛇，践两蛇呢？
我国学者陈子艾认为，这是古东夷集团文化、炎帝族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的
产物。古代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是东夷集团，他们的原始信仰是鸟图
腾。如：“少嗥鸟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
传·昭公十七年》）他们的脾性和常见形象为珥蛇、践蛇、操蛇、舞蛇。产
生于七千年前的余姚河姆渡文化，就是这百鸟王国东夷集团的创造。
炎帝族也是崇鸟的。《山海经·北次三经》云：“发鸠之山（山西炎帝
聚居地之一），其上名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啄、赤足，名曰
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
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神话“精卫填海”。
如说中国古代沿海海民的蛇图腾信仰，古越先民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左传·哀
公七年传》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
古越先民文身纹的是什么呢？《淮南子·原道训》中曰：“�发文身，以像
鳞虫”。鳞虫即大蛇。从近几年江浙沿海发掘的古文物来看，“印纹陶”中
普遍易见的是蛇形花纹，还可见两头昂首两尾相交的生动形象。根据陈子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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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海神的信仰和形象的出现早在《山海经》问世之前，至少当在五千年
以前。
根据我国学者考证，原始自然宗教信仰的发展，其神的形象是由以动物
为主的自由物神——半人半动物神——人形的神，由此推论在更早的远古时
代，应当还有一个以单纯的鸟或蛇以及鱼的海神形象特征阶段。
关于四海海神的称谓，随着历史的推移，也有所变更。《太公金匮》一
书中说：“东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
曰玄冥”。陈子艾认为这是把四方方位神与四海海神混同的结果。汉代以后，
海神信仰日趋人神化，四海海神不仅有了新的称呼，还配了夫人。可见，在
中国古代的原始海神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不同的称谓和说法，但当推
《山海经》中的四海海神称谓，较为著名并为大家普遍所接受。
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早期海神的名气和信仰逐渐退化衰弱，起
而代之的是四海龙王信仰。这个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早期四海海神
的神形，即蛇形转化为龙，或为龙蛇形，鸟形部分自然消亡了。这一角色的
转换和神形的变化与东夷族人不断征服或同化直接相关。尤其在秦始皇时
代，通过方士徐福出海被鲛鱼所阻的传言，在人们心目中的海神，其神形已
是大鱼或蛟龙了。二是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华严经》中有一段
龙王的描述：“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楼博叉龙王，婆竭罗龙王，云音妙
幢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
热恼消灭”。由于佛经中描述的西天来的无量诸大龙王法力无边，能兴云布
雨，而且同中国原有的龙蛇形早期海神相融合，自然明正言顺取代了中国原
始海神，享用渔民舟子的香火。从此以后，中国东西南北四海全部由四海龙
王接管，成为海中之王，水族统帅和海洋世界东海龙宫的最高统治者。
据樊恭炬在《祀龙求雨考》一文中考证：“帝命祭龙制仪始于唐”、“唐
时龙与雨师才并重”。在舟山流传的东海龙王传说中，四海龙王的封号还是
由唐明皇李隆基赐予它们的。从此，四海龙王成为唐宋以后具有新称谓的四
海海神。
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期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和逐渐兴旺之际，除了四海
龙王取代我国早期海神外，我国第一位女姓的海神，即东海女神南海普陀观
世音也在汉唐期间同时诞生了。在观世音之前，可以说，我国早期的海神包
括四海龙王都是男性神形，只有观世音是我国海神信仰中第一位女性神形，
位列中国女性海神之首，并且逐渐压倒四海龙王，进一步取而代之。
究其原因，四海龙王相貌怪异狰狞，性格暴戾无常，权势虽然显赫，但
常兴风作浪，残害渔夫舟子，是以恶神的形象出现。渔民所以信仰供祭，是
出于惧怕心理，逼于龙王权势，怕招来祸灾，为此而典祭供奉，以求平安、
丰收和吉祥。观音则不同，中国化了的南海普陀观音，是个慈眉善目的女神，
性格温和慈祥，乐于助人，救渔夫于狂风巨浪的苦难之中，而且佛法广大，
无处不在，一呼即灵，是以善神的面目出现。二者对比之，观音的海神信仰
当然渐渐压倒了四海龙王。
在北宋初年，还出现了另外一位女性海神，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建妈祖。
观音作为东海女神是由佛教中的菩萨转化而来。妈祖确是实有其人，是由人
死后的鬼魂转化为神。这又是另外一种海神类型。妈祖姓林名默，生于宋建
隆六年，卒于宋雍熙四年。据何乔运的《闽书》所载，林默生时能采席渡海，
人呼“龙女”。她的水性很好，常常救助海上遇难的渔民，不幸在二十岁时，



在一次海上救人时，溺海而亡。她死后，传说在大海上风波浪险时，屡屡显
灵保护和救助遇难的渔民，被尊为“妈祖”。她的神形也像观音一样，是位
慈眉善目的女性形象，对人和蔼可亲。尔后，名气越来越大，被宋元明清历
代帝王封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影响遍及我国东南沿海
以及港台地区和东南亚许多国家。
关于中国女海神，古籍中记载的还有东海姑、黄衣妇、海神女及宋代道
书中所载的南溟夫人等。这些世俗性、人情味极强的女海神的出现，进一步
强化了海神的拟神化色彩，比之缺乏生活情趣的男性海神，更为一般渔夫舟
子所接受和顶礼膜拜，广为传播。
除以上三类海神外，第四种的海神类型，体系更为庞大、复杂。笔者认
为主要是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的地方海神，有帝王将相的，有历史名人
的，还有本岛本地的先哲贤人和为民献身的渔夫舟子。具体地来分，这类海
神中应该包括潮神、船神、网神、礁神、鱼神、岛神等等。
潮神：江浙沿海供奉的是伍子胥。这是一位春秋时代功勋卓绝的吴国大
夫，因其直言忠国受谗屈死，被吴王夫差砍头而浮尸江海中，怒而涌起钱江
大潮，被尊为潮神。
船神：在我国东南沿海俗称船老爷、船菩萨。在嵊泗列岛俗称船关老爷。
船神的情况较为复杂，有男的，如鲁班，因他是造船的祖师爷。有关羽，因
他刚毅勇猛，受到渔夫尊敬。也有杨甫老大，是个捕鱼能手。有女的，如妈
祖、观音，还有冠承御。解放前，船上有圣堂舱，专供船神。
网神：在舟山群岛一说网神是海青天海瑞，因捕墨鱼的轮子网是海瑞发
明的。一说是龙身人首的伏羲，因伏羲受蜘蛛结网捕飞虫之诱发，从而发明
了渔网，为渔民闯海猎鱼创造了诸多方便。但祭网神的具体仪式，笔者未详。
礁神：我国东南沿海有许多礁群。如嵊泗大洋岛有个圣姑礁，礁上有个
庙宇，供祀着圣姑娘娘。圣姑娘娘就是一位礁神。渔船过礁必登礁祭祀，以
免触礁、破网等事故发生。传说，圣姑娘娘是个海上巡行娘娘，每逢大雾天
和风暴天，娘娘在礁上提灯巡行，好像现在的灯塔一样，为海上航行的海员
和渔民指明方位和航向，使之能安全返港，化凶呈祥。
鱼神：山东沿海有位海神，俗称“老人家”、“老赵”、“赶鱼郎”等，
其实是位鱼神，即鲸鱼。鲸鱼能逐鱼入网，故称“赶鱼郎”。鱼丰即发财，
又称“老赵”，意谓财神赵公元帅。浙江舟山群岛海神中也有鱼神崇拜。如
船出外洋，路遇大鱼，即洒米粒、赠船旗、叩拜祭典，以求鱼神庇护。舟山
把鲸鱼称为“乌耕将军”，“乌耕”露面，意谓鱼群涌至，渔夫敲锣打鼓放
鞭炮，并举行盛大的海祭，以求海神降福兆吉，喜获丰收。1991 年，笔者在
嵊山渔场采风时，得悉玉环、洞头一带浙南渔民也有鱼神信仰，如三月开春
时，看见第一条浮出海面的大鱼，即为海神，必须隆重祭祀，然后才能扬帆
出海。如不祭祀，则船出海必遭大鱼所害。
岛神：我国东南沿海岛屿，岛岛都有地方神，或谓岛神。岛神有主岛神
和主岙神，情况非常复杂。如闽南、台湾一带主岛神大都是天后妈祖。舟山
群岛的主岛神大都是观音、龙王或关羽。但全国各地不同历史时代也有许多
颇具特色的岛神。如台湾、福建还有水仙信仰，水仙庙中供奉的是大禹王、
伍子胥、屈原、王勃、李白，都是一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台湾县志·外
编》中记载了一位姓倪的海神，“生长于海滨，熟识港道，为海舶总管，殁
为神”。在黄河入海口一带，各岛还有金龙大王、黄大王之类的海神信仰。



在汕头，有长年公和三义女信仰。二者都是由人成神的。三义女原是清代澄
海县外砂乡“金兰”三姐妹，因反对包办婚姻一起蹈海而亡，被人拾尸立墓，
传闻有灵性，祀典为神。长年公是位捕鱼能手，“建庙塑像祀之”，故当地
请渔民入股捕鱼，俗叫请长年。
在全国第一大渔场舟山群岛较有地方特色的岛神，是中街山列岛的渔民
菩萨财伯公和嵊泗列岛的羊山神。财伯公的海神信仰，始于清朝末年或民国
初年。清朝光绪年间，有个福建渔民姓陈，名财伯，因在中街山渔场捕鱼，
不幸在一个大风暴天，船翻了，人泅水上了荒岛——东极庙子湖岛。此时，
岛上荒无人烟，财伯公以砍柴、种番薯为生，住了下来。联系自己的不幸遭
遇，日后每逢海上大雾弥漫或是风暴天，财伯公就上山去放篝火，为即将遭
受不幸的渔夫舟子，指点迷津、转危为安。渔民不知个中缘由，以为庙子湖
岛有神仙显灵，称篝火为“神火”。有一天，渔民登岛去祭祀岛神，发现财
伯公已死在篝火旁，为此立庙塑像，祀典为神。因财伯公是渔夫出身，他的
神像，上穿背单，下扎龙裤，成为一尊渔民菩萨，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神
信仰中，绝无仅有。“青浜庙子湖，菩萨穿龙裤”的渔谣也由此而来，并在
华东沿海各省渔民中广泛传播，颇有影响。
羊山神，是嵊泗列岛颇具典型的一位海神。据清代《伪郑纪事》载：郑
成功起兵北伐，于“顺治十三年至江南之羊山。山有神，独嗜畜羊，海船过
者必置一生羊（即活羊）去，久之蕃息遍山至不可计数。郑氏战舰泊之山下，
因将士相取羊为食，神怒，大风骤至，巨舰自相撞击立碎，人船损十之七八，
大失其利而返”。另有一说，郑成功欲进军台湾，因连续几天刮大风，船不
能发。于是郑成功在羊山宰羊祭旗，从而一举收复台湾岛。以上二说，在定
海《昌国县志》和上海《崇明县志》等地方志书中均有记载。
综观上述，我国早期海神及其演变规迹，可列出下表予以概括：我国早
期海神（四海海神、男性）→四海龙王（男性）→女海神（观音、妈祖、女
性）→地方海神（潮神、船神、网神、礁神、鱼神、岛神等，男女性别兼而
有之）。
需作说明的：地方海神出现的年代有早有迟。古老的可能早于龙王信仰，
有的可能与妈祖信仰同时并发。一般而论，迟于观音和妈祖。因东南沿海岛
屿开发较迟，就舟山群岛看，唐以前有许多岛屿是荒无人烟的无名岛，故而
地方海神信仰都始于宋元年间。

二、日本与古朝鲜的海神信仰

关于日本的海神信仰，日本学者大林太良认为，日本海神信仰与王权有
密切联系。日本最高的东海女神天照大神，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
载，是“伊邪那在海水中洗左眼而生”，同时，还诞生了众多的海神。在山
幸彦的神话故事中，山幸彦在钓鱼时，海幸彦借给他的鱼钩被海中大鱼拖跑
了。为寻鱼钩山幸彦前往海中的海神宫，并与海神之女丰玉毗卖结了婚。丰
玉毗卖其实是条长达二十多米的巨大的鳄鱼。尔后，丰玉毗卖生下一子叫鹈
葺草葺不合，鹈葺草葺不合又和他的姨娘玉依毗卖结了婚，生下四个孩子，
其中之一便是日本的首代天皇神武。这就是说，天皇的母亲及其祖母均是海
神之女，天皇即为大海之子。
另有一说，天文元年（1532 年）日本有本《尘添壒囊钞》的书，书内曰：



“应神天皇乃海神之子，故留有龙尾”。并说：“自葺不合尊始，海神子孙
均有龙尾，故应神天皇也有龙尾”。这段话的含意不仅点明了日本海神与王
权的关系，还暗示了日本海神的神形特征：海之蛟龙。因海神是龙，故神有
龙尾，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日本的《古事记》中还有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山幸彦本来是海幸彦
之弟，一切都得听海幸彦的。由于山幸彦的海宫之行归来后，借助海神给他
的盐盈珠，使海水水位高涨，迫使淹在海中的海幸彦就范，从而成了最高统
治者”。与此相联系的，即神话中王者加冕仪式八十岛祭，就是天皇即位的
第二年，要派女官前往难波津海边用天皇的御衣去附“十八洲之灵”的祭海
加冕仪式。这种仪式在日本文献记载中有二十二次。
日本的龙宫、龙神和龙王信仰。日本海神信仰中的龙宫，如《古事记》
中云：“鱼鳞建造的宫室乃海神绵津见之宫殿”。在《日本书纪》中描述为
“宫墙齐整，台宇玲珑”。《丹后国风土记》中也把海底龙宫描写得蔚为壮
观，称那里“地如铺玉，亭台掩映成荫，楼堂玲珑精巧，其雄美秀丽未曾见
闻”。
在日本还有许多龙宫龙神故事。流传较广的有浦岛太郎拜访龙宫城的故
事。在《平家物语》中还有“先帝入水”的神话传说。说的是在源平之争的
最后争夺战——坛之浦一战中，安德天皇的祖母二位尼对年幼的安德天皇
说：“那波浪之下才是美妙的极乐净土”，最后，二位殿下抱起天皇，沉身
于千寻海底去寻找海底龙宫去了。
日本的龙神和龙王亦是鱼类的统帅。据《古事记》中记载：“海神丰玉
彦是统治鱼类的神，他能把海中所有的鱼召来。山幸彦回陆地时，海神又派
鳄鱼送他回去”。在中世时期阿昙矶良传说中，矶良由于与鱼类交往，长往
海底，结果样子变得“浑身都是细螺、石花、贝藻与栖虫，毫无人形可言”。
由此相联系的是，日本各地渔民把鱼类相关的鱼贝、海石都作为海神和龙王
的崇拜物，进行祭祀。
在日本志摩一带流传的海神中，最有权威的是八大龙王。龙王信仰在日
本的形成，大林太良认为当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
日本的海神除上述众多的原始海神、龙王外，还有众多地方神和职司神，
即渔业神、航海神和船神等等。其中也有东海女神观音和天后信仰。1991 年
3 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中日民俗比较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日本官方
学者、日本文化厅文化财调查官神野善治在当场提问中问我：“在中国，观
音是否是从海上来的？”我说：“南海观音住在四面环海的普陀山，观音当
然是从海上来的。”他说：“在日本渔民中也是这样说法，观音当属东海女
神。”
关于妈祖信仰，已故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民俗学家张紫晨先
生曾去日本冲绳岛考察。他在有关的文章中写道：“康熙二十九年，清代使
臣汪楫，林麟焻，曾乘战舰赴琉球⋯⋯，自浙江宁波航往冲绳那坝。册封使
船到琉球之后，往往举行盛大的迎天妃海神活动。琉球建天妃宫有两处，上
天妃宫在那坝，下天妃宫在久米村。至于关帝神堂、龙神、孔庙等也都在这
时纷纷建立”。富育光、郭淑云又在《鲸海文化初探》一文中云：“冲绳地
区沿海每年 5月 4日祭献海神，举行竞舟比赛，娱神娱人，成为重要的民俗
活动”。据日本学者荒木博之介绍，日本的天后宫有三百多处，可见信仰之
甚。



日本的海神信仰也并不是只限于一个海神，而是有许多地方神、渔业神
和船神等。中国潮神是伍子胥，日本的潮神是山幸彦。因在日本神话中，山
幸彦借助盐盈珠兴起了东海大潮，逼使其兄臣服。在地方神信仰中，日本下
北半岛和津轻半岛尊孤仙为渔神最为典型。传说在下北、津轻等地，如狐狸
从山上下来由大安寺向海滨方向而去，说明这是今年渔业丰收的吉兆，若反
过来由海滨向大安寺鸣叫，则今年渔业将歉收。叫声清亮者则为吉兆，反之
则是凶兆。一口吃下小豆饭为吉兆，吃得到处都是为凶兆。在津轻地区，尊
狐仙为渔神的信仰在日本可以说达到了顶点。
日本的渔业神实质上也是鱼神、鱼崇拜。在日本山形县旧历十一月十五
日要祭祀鲑鱼之王，迎送精灵，用鲑鱼相互赠答及正月悬鲷之风在日本也很
盛行。富育光、郭淑云在《鲸海文化初探》一文中云：“居住在日本海北端
的女真族后裔中，普遍存在着逆戟鲸崇拜。在他们看来，逆戟鲸不仅是海的
主宰，而且给人类送来鱼和海兽。每当风浪骤起，渔人们便向逆戟鲸祈祷平
安”。日本至今还保留着这种海神祭祀活动。联想日本古神话中，海神之女
丰玉毗卖的神形，是条巨大的鳄鱼，可见日本渔业神即鱼神之信仰，是很悠
久的了。
日本的船神信仰。日本的船神许多地方都是有神体的。造船者往往在船
只下水前将其放入桅杆筒内，这叫“请神入船”或“移入神性”等。多数情
况下需在嘴上祷告并用凿子或木锤敲击筒部三次。船神的神体是什么？是妇
女的头发（尤以船主妻子头发为佳），一对男女偶人，十二文钱或两个色子。
明代以后，日本冲绳一带开始船上供奉妈祖神像，妈祖成了日本人的船神娘
娘。大林太良认为，日本船神的原始神体为女性头发，女偶人，这与妈祖均
为女性相一致。但他根据洼德忠的说法：“并不是所有船上都载有妈祖像，
似乎只有前往中国、鹿儿岛等船只才看到这种现象，每天早晨或晚上，主事
者都要燃香叩拜”，就得出了船上供奉妈祖像的风俗只限于冲绳的说法是较
为偏激的。笔者据日本学者荒木博士在一次会上的介绍，在日本许多寺院里
都有天后神，以及日本有三百多处天后宫这一事实（而张紫晨先生在日本考
察时，只发现冲绳有二处天后宫），天后的信仰在日本岛屿海民中还较广泛。
朝鲜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和日本之间。他们的海神信仰深受相近邻国的
影响。朝鲜的海神亦与王权有关。如朝鲜的《三国遗事》中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新罗第二代君王南解王称帝时，曾有一艘船来到驾洛国的海上，该国的
首露王与臣民均去迎接并欲挽留，但船径直来到鸡林的东下西知村阿珍浦。
时，浦边有一妪，名曰阿珍义先，乃赫居王之海尺之母”。她发现有许多喜
鹊在海上翻飞鸣叫，划船过去一看，“发现喜鹊围聚在船上的一只箱子里。
她把箱盖打开一看，里面是位端方的少年，即为新罗第四代君王脱解王”。
这就是新罗脱解王的身世。关于这一传说，三品彰英认为：阿珍意味着大海，
海尺之母，即为大海部族的母亲。笔者认为，这与日本的海神信仰相似，朝
鲜的脱解王是大海之子。还有一例，关于高丽王朝始祖作帝建与龙女成婚的
神话，更加说明在古朝鲜南部，人们普遍相信王权与海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
联系。
朝鲜的龙宫、龙王和龙神信仰。朝鲜的龙王信仰很繁杂。在古籍《高丽
史》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作帝建应龙王的请求射杀了在海礁上戏弄龙王的
老狐狸，并娶龙王之女为妻。之后，他们回到陆地，并在窗外挖了口井，直
通娘家西海龙宫。龙女要求丈夫在她往返家时不要看她，但丈夫违反了。龙



女很生气从此一去不返。但龙女已为作帝建生下四子，长子龙建之子王建便
是高丽的太祖。这个传说与日本的海幸山幸神话中，丰玉毗卖的经历十分相
似。
朝鲜的龙王信仰同中国一样，在皇公贵族中尤为强烈。朝鲜的《三国遗
事》中有许多事例。例如：“新罗的文武王希望死后成为护国的龙神，因而
要求把他葬在海神的大岩上。宪康王幸临云开浦时因受龙王捉弄在云雾中迷
失方向。东海龙王曾率七个孩子谒见大王。纯贞公偕妻子水路夫人共抵江陵
时，被海龙强掠而去”。还有一例：“真圣女王时代有位叫居陀知的弓箭手，
应海龙之邀前往孤岛射杀怪神。事后方知，这位怪神原是个老狐狸精”。这
是朝鲜继作帝建后第二个龙王请人射杀老狐狸的故事。由此联想起日本津轻
地区尊狐仙为渔神的信仰，二者似乎有内在的联系。
据大林太良先生描述，在现代的南朝鲜，尤其是济州岛人保留着许多海
神的龙王信仰。关于朝鲜五龙宫和龙王皇帝国（司海之神），他的文章中是
这样记述的：“在龙王国，不仅有龙王，还有许多诸如龙王国官员、龙王国
使者这类小神。人们在举行巫俗仪式时，这些神与其他神均接受人们的供奉。
而且，人们还单独举行迎接龙王仪式和龙王祭典等，以乞求渔业丰收，或为
溺死者超度。除此之外，许多地方的人甚至把龙神作为渔村的‘堂’神（村
落神）加以供奉。龙神成了‘堂’仪式中供奉的对象。龙王作为一般神时，
有关它的神话并没多少。而龙王作为村落神时，有关它的神话就不同了，其
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东海龙王国的皇帝及其小女儿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说
海上之国有江南天子国，一目人国等，海底之国中有东海龙王国等等。即使
在朝鲜渔民的日常生活中，龙王的信仰也很强烈。如怀孕的女子梦中见龙，
就说明怀上了贵子。梦龙升天，预兆为天子。渔业丰歉，取决于龙王等等”。
朝鲜这些龙王信仰习俗，就日本和中国来说，更接近和仿效于中国。
关于朝鲜的船神信仰。朝鲜也有船神、俗称船城隍，船成主或船城主等。
朝鲜的船神也有神体，即把女性用品，如表示衣物的布片、偶人、古钱等，
放入桅杆穴内。每当渔船出海，朝鲜渔民就向船城隍祈祷，预祝渔船平安。
据说，每当船只因遇风暴而遭难，船城隍就为之而哭泣。据日本学者大林太
良先生考证，船神禁忌朝鲜与日本相似。如海上航行禁抛金属物，在举行“金
毗罗祭”同时要举办“捞金祭”等等。就此推论，朝鲜的船神信仰，更靠近
日本。
作为女性海神的观音和天后信仰在朝鲜的情况又如何呢，汪向荣先生著
的《古代的中国与日本》一书中曰：“经过改造的佛教，在向外扩散过程中，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朝鲜本岛。朝鲜本岛三国中，最先的却是高句丽。”“公
元 372 年，前秦苻坚派僧顺道送佛像、经文到高句丽，隔三年后在高句丽建
立了佛寺。这是朝鲜建佛寺之始”。百济是公元 384 年 9 月，从东晋传入佛
教的。而日本的第一尊观音木雕像是在公元 552 年由朝鲜南部百济国传过去
的。可见，朝鲜的观音信仰比日本还要早。据浙江嵊泗列岛一批渔民前几年
到南朝鲜济州岛附近海域捕鱼，发现朝鲜渔民的渔船上亦有相似于中国的神
龛，供奉着观音神像，或是天后妈祖，从而再次证实朝鲜也与日本一样，存
在着观音和天后信仰。

三、东亚文化圈海神信仰异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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